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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圖文閱讀眼動研究之系統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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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系統性地回顧近 30年來（1990年—2020年 5月）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
綜整文獻上科學圖文閱讀的歷程與樣態。579篇英文及 33篇中文論文經標題摘要與全文檢視兩階
段篩選，共 51篇（含 55個研究）納入本回顧，以質性綜整後歸納為兩大主題：認知歷程與介入
設計。認知歷程的研究主要探討讀者（如年齡、能力等）及閱讀材料（如難度、順序等）對閱讀

歷程的影響；介入設計的研究主要是材料操弄（如空間接近原則、信號原則等）與教學介入（如

圖文閱讀策略、眼動楷模示範等）。研究結果顯示，在科學文本中添加圖像通常會影響讀者的視

覺行為，但未必保證好的學習表現。整體而言讀者主要以文字驅動閱讀行為，而歷程中重視圖像

以及圖文參照的讀者，通常閱讀表現較佳；材料特徵經常與讀者特徵有交互作用；部分讀者特徵

因子（如能力與先備知識）可能對眼動型態與學習表現產生調節效果。教學介入亦會影響讀者的

眼動型態，如：增加圖文整合、投注更多認知資源解碼圖片，進而提升閱讀理解。而材料操弄的

效果不定，通常有信號、物理整合的材料會增加凝視與參照，且學習效果較好，但仍需考量讀者

特徵（如年齡）以及不同研究操弄的細節。最後，本文亦針對未來研究方向與實務應用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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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教科書或科普文章中，圖文並置是常見的呈現形式，文本用來描述知識概念，圖像則帶
有視覺與空間訊息，能描繪出文本較難呈現的概念關係、物體結構和發展歷程，兩者聯合透過多元
表徵來傳達複雜的科學概念（簡郁芩、吳昭容，2012；Carney & Levin, 2002）。儘管視覺圖像的使
用增加，但相對於文本理解，讀圖理解的研究仍屬起步階段（Guo, Zhang, et al., 2020）。目前科學
圖文閱讀的實徵研究主要探討學習成效，研究結果莫衷一是，圖片效果仍屬分歧。有些研究發現在
文本添加圖像的學習效果優於純文本，例如Mayer針對此一現象提出「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強調圖像帶來的正向學習成效（Mayer, 2005, 2014）；但有些研究發現圖像效果不明顯，
甚至是負向效果（McTigue, 2009; Segers et al., 2008）。當不一致的證據浮現時，顯然必須再考慮更
細微的問題：什麼原因造成學習成效結果不一致？其背後隱藏的圖文閱讀歷程為何？還有哪些調節
因子會帶來閱讀歷程的改變？
近二十年來，研究者針對圖文閱讀的認知機制提出一些理論模式，主要為 Mayer的多媒體學習

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TML）（Mayer, 2005, 2014）及 Schnotz的圖文
理解整合模式（integrated model of text and picture comprehension, ITPC）（Schnotz & Bannert, 2003; 
Schnotz et al., 2014），兩者都認為讀者在進行圖文閱讀時是否能夠形成連貫的心理表徵，關鍵在於
能否適切地參照與整合文字表徵與圖片表徵。儘管過去已有數篇針對圖文閱讀之文獻回顧，但發表
年代已超過十年（Carney & Levin, 2002; Phillips et al., 2010; Vekiri, 2002），恐怕無法反映新近圖文
閱讀研究的樣貌；此外，目前有關圖文閱讀的回顧性文獻多側重學習成效的討論（Carney & Levin, 
2002; Guo, Zhang, et al., 2020; Phillips et al., 2010; Schnotz, 2014），然而僅透過離線（off-line）的成
效測量無法獲取圖文處理與參照的資訊，若能進一步探究線上（on-line）即時的歷程資料，就更有
機會了解讀者實際上如何閱讀，進而一窺閱讀歷程的黑盒子，探究讀者是否能讀好科學圖文的可能
原因。目前已有一些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實徵，但迄今沒有系統性回顧來耙梳科學圖文閱讀在不同
條件與介入操弄下的眼動型態，及其反映的閱讀歷程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關聯。因此，本研究之目的
在於系統性地回顧近 30年來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綜整文獻上科學圖文閱讀的歷程與樣態。

（一）圖文閱讀的理論基礎

同前所述，目前圖文閱讀研究大多以Mayer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以下通稱CTML）（Mayer, 
2005, 2014）及 Schnotz的圖文理解整合模式（以下通稱 ITPC）（Schnotz & Bannert, 2003; Schnotz 
et al., 2014）做為理論基礎；這兩個理論背後的假設都來自雙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Paivio, 
1986），認為人類認知系統是由語言系統和圖像系統這兩種不同但彼此關聯的子系統組成。在圖像
系統中，圖像的表徵形式類比於我們知覺到的形式，屬於類比式編碼（analog codes）；而語言系統
中，對詞語和概念形成的表徵形式為符號性編碼（symbolic codes），與被表徵的對象之間並不具有
知覺上的相似性。文句等語言訊息通常只能由語言系統進行處理與編碼；圖片訊息則可能透過圖像
與語言系統進行處理與編碼（Paivio, 1986）。

Mayer（2005）的 CTML架構如圖 1，包含三大假定。第一，「雙重通道」，人類訊息處理系
統是由兩個獨立對稱的通道組成：聽覺—口語通道（auditory-verbal channel）以及視覺—圖像通道
（visual-pictorial channel），前者用以處理聽覺輸入與口語表徵，後者則處理視覺輸入與圖像表徵。
第二，「有限容量」，每一個子系統在工作記憶中運作的容量都是有限的。第三，「主動處理」，
人會主動以有意義的方式建構知識，在多媒體學習中，主動處理需要五種認知歷程：選擇相關詞彙
／圖片、將選擇的詞彙／圖像組織為口語／圖像模型、最後將兩種模型與先備知識整合為連貫的心
理表徵。根據 CTML與實徵結果，學習者從圖片與文字的學習效果優於只有文字的材料，Mayer認
為圖像有利於高層次的學習，能夠幫助讀者形成概念的心智模型，且工作記憶中對於訊息的心理保
留與運作是有容量限制的，當材料中同時提供圖片與文字，能夠讓訊息透過口語和圖像雙重通道進
行處理與編碼，降低認知超載（cognitive overload）的情況，進而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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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CTML）

註：翻譯自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by R. E. Mayer, 2005, In R. E. Mayer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 (p. 37). Copyright 2021 by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另一個廣為圖文理解相關研究採納的模式為 ITPC（Schnotz & Bannert, 2003; Schnotz et al., 
2014），架構如圖 2。此模式將表徵區分為描述性（descriptive）與描繪性（depictive）兩個路徑。
描述性路徑包括外在文本、文本表層結構的內在心理表徵、以及文本語意內容的命題表徵，屬於符
號處理的問題；至於描繪性路徑則包括外在圖片、圖片的內在視知覺或心像、以及圖片中呈現主題
的心智模型，屬於因描繪性表徵之間類比關係而進行的結構對應問題。在文本理解中，讀者形成文
本表層結構的心理表徵，觸發了概念組織歷程，從而產生了連貫的語意內容命題表徵，並建立所描
述主題訊息的心智模型。至於在圖片理解中，讀者透過圖形實體的辨識和區辨等知覺處理，建立圖
形的視覺心理表徵，產生的視知覺被假定保留在工作記憶的圖像部分，接著讀者透過語意處理來建
立圖片中所呈現主題的心智模型和命題表徵。心智模型建構是透過基模驅動的對應過程所引導：將
圖形實體對應到心智模型實體，並將空間關係對應到語意關係，屬於視覺空間關係系統和語意關係
系統之間的類比結構對應歷程。與 CTML不同的是，ITPC模式中只會建構出一個心智模型，假定
文本和圖片在本質上是不同形式的表徵，需要不同形式的認知處理，並因不同目的而具有不同用途
（Schnotz & Wagn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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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圖文理解整合模式（ITPC）

註：翻譯自 “Construction and interference in learning from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by W. Schnotz and M. Bannert, 2003,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3, p. 145 (https://doi.org/10.1016/S0959-4752(02)00017-8). Copyright 2021 by the Pergamon.

（二）可能影響科學圖文閱讀的調節因子

多媒體原則指出，圖文材料的學習效果應該優於純文本（Butcher, 2014），然而 Guo、McTigue
等人（2020）的回顧中發現，圖像輔助並非總是能強化閱讀理解表現。為何多媒體原則並未獲得實
徵研究上穩定一致的強韌證據？ Vekiri（2002）綜整相關研究指出，讀者特徵以及材料特徵都會影
響圖像對學習的效果。
年齡是讀者特徵中常被關注的變項之一。Mayer團隊所進行的研究幾乎都以大學生為對象

（Mayer, 2014），而大學生通常是較有能力、有技巧的讀者；McTigue（2009）及 Coleman等人
（2018）懷疑 CTML是否同樣適用於年紀較小的讀者，結果發現添加圖像無法提升六年級兒童在
物理文本的閱讀表現（McTigue, 2009），也未提升四年級兒童在生物與天文材料的名詞記憶和閱讀
理解（Coleman et al., 2018），顯示多媒體原則很可能無法從大學讀者完全複製到年紀較輕的讀者
（Segers et al., 2008），後設分析結果也呈現這樣的趨勢，從大學讀者得到多媒體原則的證據比中
小學讀者更為強韌（Guo, Zhang, et al., 2020）。
就能力因子來看，各研究納入的能力概念不盡相同，包括智力、閱讀能力、空間能力等。

過去研究顯示，高智力兒童比低智力兒童更能以視覺圖像做為閱讀輔助（Hannus & Hyönä, 1999; 
Parkhurst & Dwyer, 1983）；Höffler（2010）的後設分析發現，高空間能力者比低空間能力者更能從
視覺圖像中獲益。然而有部分研究者持相反意見，認為高能力讀者會自行建構心智模型，視覺圖像
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冗餘甚至是干擾訊息，反而對低能力讀者的幫助較大（Schnotz, 2014）。儘管如
此，多數文獻仍傾向於支持圖像對於高能力讀者更具優勢的說法（Mayer, 2014）。而圖像對於年紀
較小、智力或空間能力較弱的讀者而言效果較為有限，原因可能在於其不懂得將注意力放在圖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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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解碼能力較弱、經常誤解圖像規則、或是缺乏有效獲取圖像中重要訊息的策略（Coleman et al., 
2018; Norman, 2012）。
在某些研究中，能力與領域知識、先備知識的概念重疊混用，例如 Scheiter等人（2018）以「認

知先驗條件」綜合了能力與領域知識的概念，Hegarty與 Just（1993）的「機械能力」實際上概念偏
向於領域知識的測量（Vekiri, 2002）；部分回顧性文獻也將領域知識和先備知識合併討論（Phillips 
et al., 2010; Renkl & Scheiter, 2017; Vekiri, 2002）。在先備知識因子裡，不同觀點爭論得更為激烈
（Phillips et al., 2010; Vekiri, 2002），其中一派研究者認為，高先備知識者能從圖文材料中學習更多
（Hegarty & Just, 1993），Renkl與 Scheiter（2017）的回顧持此觀點，認為高先備知識者通常較有
策略，能花費較少心力成功整合視覺與口語訊息（Vekiri, 2002），而低先備知識者很難自行建立圖
像與其他表徵之間的連結。然而這派觀點似乎缺乏新近實徵研究的證據（Phillips et al., 2010; Vekiri, 
2002）。另一派研究者 Kalyuga累積實徵研究後指出，對新手讀者（低先備知識者）來說有益的訊
息對於專家讀者（高先備知識者）而言反而可能變得冗餘。圖像能提供額外的心智模型建構路徑，
幫助低先備知識者建立他們自己很難形成的心智模型（Schnotz, 2014），但對於高先備知識者來說
卻可能產生專家反轉效果（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Kalyuga et al., 2003），不但無助於學習，甚
至造成負向影響（Mayer, 2014; Mayer & Gallini, 1990）。Vekiri（2002）認為，兩派研究結果的差異
可能與先備知識的測量，以及先備知識與圖像複雜度之間的交互作用有關。
至於材料特徵方面，Carney與 Levin（2002）根據圖像在文本處理中的功能做區分：表徵性圖

像（representational pictures）用來指涉部分或全部的文本內容概念；解釋性圖像（interpretational 
pictures）有助於澄清困難文本，例如以泵系統表示血壓；裝飾性圖像（decorational or decorative 
pictures）的功能則是在感官上吸引注意力，通常無助於學習，甚至可能造成分心、遺漏重要的相
關訊息，反而產生負向影響（Harp & Mayer, 1998; Phillips et al., 2010），尤其生手讀者更容易如此
（Renkl & Scheiter, 2017）。Guo、McTigue等人（2020）認為圖像可能帶有不同的訊息複雜度，對
理解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挑戰（Guo, Zhang, et al., 2020），通常僅在讀者能以最少的認知處理來解釋
和整合訊息時才有益（Vekiri, 2002）。
部分研究著眼於材料操弄，CTML以實徵研究為基礎提出多個多媒體教學原則，例如信號原則

（signaling or cueing principle）是指材料中添加醒目提示來引導讀者注意相關元素或凸顯組織結構；
空間接近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是指將相對應的文字與圖片放在接近的位置，會比分散
放置時學習效果更好（Mayer, 2014）。Renkl與 Scheiter（2017）及 Guo、McTigue等人（2020）則
針對教學介入進行回顧，這些介入包含三大面向：1. 提供教學，包括讀寫能力教學、圖像規則教學、
領域特定教學等；2. 事前訓練，即在學習前提供與內容相關的訊息，包括眼動楷模示範、注意力分
佈訓練、後設認知訓練等；3. 提示或策略，包括以提示促發學習策略、教學回饋或引導、自我解釋
與後設認知策略等。目前研究顯示，教學介入大多能促進學習，但累積研究數量並不多。
整體而言，讀者特徵（例如年齡、能力和先備知識）、材料特徵（例如圖像類型、難度）與介

入都會影響圖文閱讀的效果。教學介入效果也經常受到其他讀者特徵調節（Krebs et al., 2019; Mason 
et al., 2016; Scheiter & Eitel, 2015），讀者特徵與材料特徵有時候也會產生交互作用，例如低先備知
識者閱讀複雜材料時的圖像效果尤其明顯（Carney & Levin, 2002），但也特別容易受到誘人細節干
擾（Renkl & Scheiter, 2017），這些都是在探討科學圖文閱讀時需要留意的。

（三）過去圖文閱讀相關回顧性文獻的脈絡

過去有關圖文閱讀的回顧性文獻，焦點從探討視覺圖像的本質、讀者特徵，轉移至教學介入
（Guo, McTigue, et al., 2020），以下摘述幾篇，並立基於過去研究，開展本篇回顧的重要概念。
Carney與 Levin（2002）回顧 1990年至 2002年間發表的實徵研究，以量化方式探討「為什麼」和
「何時」圖像有效，結果發現具有特定功能的圖像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學習。Phillips等人（2010）
系統性回顧了 1936年至 2009年的 247篇實徵研究與討論文章，聚焦於視覺圖像的定義以及良好圖
像的構成要素，最後建議視覺圖像輔助需與課程目標有關，圖像應做為文本的補充，而非直接替代，
且圖像的內容比形式（例如顏色、線條、逼真度等）更為重要。然而 Carney與 Levin及 Phillips 等
人的回顧都聚焦於材料特徵，較少考慮讀者變項與教學介入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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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kiri（2002）系統性回顧 1990年至 2000年的文獻，在不同的理論架構下檢驗圖像在學習中
的作用，結果發現材料特徵和讀者特徵都會影響圖像對學習的效果。接著要問的是：怎樣的情況下
圖像會輔助或阻礙學習？ Renkl與 Scheiter（2017）界定出讀者在圖像學習時可能面臨四種困難：
第一，讀者偏誤，指讀者傾向於閱讀較習慣的文本而忽略圖像，且容易對多媒體學習的理解程度感
到過度自信；第二，先備知識與技能對學習會產生影響；第三，對視覺圖像的注意力分佈問題，例
如注意力放錯重點；第四，視覺圖像與其他表徵之間的整合問題。此外，Renkl與 Scheiter還提供
一些優化學習的輔助措施。然而，這份回顧並未系統性的考慮調節因子，也未呈現可複製的文獻搜
尋與篩選程序。Guo、Zhang等人（2020）認為在提供輔助前，需先系統性地探究「應該教哪種類
型的圖片？」和「應該要教誰？」，他們透過後設分析回顧 1985年至 2018年的 36篇文章（39個
研究），試圖了解靜態圖像對於閱讀理解的成效，以及圖像效果受到年級、圖像類型、測量題型與
文本類型等變項調節的程度。結果發現圖像具有中度正向效果，年級的調節效果未達顯著，而單純
的圖像比混合圖像（使用兩類以上的圖像）更有效，開放問答與混合測量比是非題表現更好。但這
份後設分析排除許多更細緻的歷程資料（例如眼動、放聲思考），Guo、McTigue等人（2020）則
進行另外一項系統回顧，以 K-12學生為對象，納入方法學上更為全面的研究。結果顯示圖像可以
增強學生高層次的學習（即分析、評估、應用和創造），但單純納入圖像不能保證正向學習效果，
建議教師應設計教學活動來促進高層次的圖像學習。
儘管上述幾個回顧各有獨特之處，但也形成新的研究需求。具體來說，Vekiri（2002）、Carney

與 Levin（2002）及 Phillips等人（2010）的發表年代已超過十年以上，恐怕限制了研究範疇，無
法符應現代圖文閱讀型態的多樣性；目前有關圖文閱讀的回顧性文獻大多側重於學習成效的討論
（Carney & Levin, 2002; Guo, Zhang, et al., 2020; Phillips et al., 2010; Schnotz, 2014），缺乏針對閱
讀歷程的探討，少數回顧納入零星眼動研究做為效果解釋的歷程證據（Guo, McTigue, et al., 2020; 
Renkl & Scheiter, 2017），但焦點皆非透過眼動文獻探究閱讀歷程；因此本研究希望填補文獻上的
缺口，針對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

（四）透過眼球追蹤技術探究閱讀歷程

眼球追蹤（eye-tracking）是指透過儀器追蹤眼球的移動，並將這些移動與刺激做連結，讓研究
者了解個體將視覺注意力放在刺激的哪個位置、持續多久、有著怎樣的順序模式（Holmqvist et al., 
2011）。根據 Just與 Carpenter（1980）的立即性假設（immediacy assumption）與眼心假設（eye-
mind assumption），立即性假設是指讀者在遇到文本時會立刻嘗試進行不同層次的語言處理，不會
延遲而是立即發生；眼心假設則認為視覺資訊呈現時，個體的眼動資料能對應個體知覺與認知歷程
之間的關聯，只要對單詞進行處理，眼球就會持續凝視該位置，凝視時間反映的就是處理時間。透
過眼球追蹤通常可以取得兩項重要的測量資料：凝視（fixation）與跳移（saccade）。凝視指的是眼
睛幾乎靜止，僅有微小顫動，能從刺激中擷取訊息，也因此凝視的位置與持續時間能指涉出哪些訊
息被觸及以及個體在處理該訊息的程度有多深，一個凝視點的持續時間通常在 100毫秒到 500毫秒
之間（Rayner, 1998）；跳移則是不同凝視之間的快速眼動，視覺注意力從一個焦點移動至另一個
焦點，我們通常無法吸收其中的視覺訊息（Rayner, 1998）。目前已有許多研究使用眼球追蹤技術
探究各種材料的閱讀歷程，包括短文（官英華，2020）、笑話（呂昕頤等人，2019）、圖文（Eitel, 
2016）⋯⋯等。分析眼球軌跡的指標龐雜將近百種，除了以整體角度檢視眼動資料，許多研究者會
進一步以「感興趣區域」（area of interest, AOI），例如以單詞、句子、區域為單位，或「感興趣時
段」（period of interest, POI），例如以問題解決前、中、後為觀察時間，切割出更細的分析單位（陳
學志等人，2010）。本研究參考過去文獻（陳學志等人，2010；簡郁芩、吳昭容，2012；Alemdag 
& Cagiltay, 2018; Hyönä et al., 2003; 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及 Lai等人（2013）
的分類尺度（即時間、空間、次數），綜整為 14個常見的圖文閱讀眼動測量指標 1：

1. 時間尺度指標

帶有時間性的眼動指標，通常用來回答認知處理上有關「何時」以及「多久」的問題。科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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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眼動研究常用的時間尺度指標有八項：

（1）總凝視時間（Total fixation duration, TFD）。落在 AOI的凝視點時間加總，通常反映閱讀時
認知處理的程度，凝視時間越長，代表讀者需要花費越多認知資源處理該區域的訊息（陳學志等人，
2010；簡郁芩、吳昭容，2012）。

（2）平均凝視時間（Mean fixation duration, MFD）。將 AOI中的總凝視時間除以凝視點個數，
即每個凝視點平均的處理時間，平均凝視時間越長，通常反映解碼該AOI的訊息（如：文字或圖片）
越困難（Jian & Ko, 2017; Jian et al., 2019）。

（3）總閱讀時間（Total reading time）。在某個 AOI中停留的所有時間加總，包含凝視與跳移的
時間（Lai et al., 2013），反映的認知歷程與總凝視時間類似。

（4）首次注視時間（First-pass fixation duration）。凝視點第一次進入某個 AOI一直到離開該
AOI期間的所有凝視點時間加總，通常反映初始處理，如詞彙觸接後的語意處理（Hyönä et al., 
2003; 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

（5）再次注視時間／回視時間（Revisited/Second-pass fixation duration）。離開某個 AOI後再次
進入該 AOI的凝視點時間加總，通常反映晚期處理，亦即理解整合，或有意圖的解決閱讀的不理解
（Jian et al., 2019; Mason, Tornatora, et al., 2013）。

（6）佔總凝視時間比率（Percentage of fixation duration）。其他凝視時間指標（例如：某個 AOI
的總凝視時間、首次注視時間或再次注視時間等）除以學習期間的總凝視時間，通常反映讀者的選
擇性注意力分配（簡郁芩、吳昭容，2012；Alemdag & Cagiltay, 2018; 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

（7）首次凝視前花費時間（Time to first fixation on AOIs）。從閱讀開始或目標刺激出現後花費
多少時間，讀者的凝視才第一次進入該 AOI，此指標通常反映的是該區域吸引讀者選擇性注意的
程度（Alemdag & Cagiltay, 2018），越具吸引力則首次凝視前花費時間越短（陳學志等人，2010；
Scheiter & Eitel, 2015）。

（8）平均每單位凝視時間（Mean fixation duration per unit）。將 AOI內的凝視時間除以某個單
位數量，例如字數、圖像數、單位面積等，藉此可以比較不同面積的凝視時間（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 Zander et al., 2017）。

2. 空間尺度指標

空間尺度上的眼動指標涉及位置、距離、方向、順序、凝視或跳移在空間上的配置，通常可以
回答認知處理上有關「在哪裡」以及「如何」的問題。Lai等人（2013）採納 Liversedge與 Findlay
（2000）的觀點，認為這類測量可能與選擇性認知處理有關；然而 Alemdag與 Cagiltay（2018）則
持不同觀點，認為掃視路徑可能反映整合層次的認知歷程，凝視位置則反映組織層次的認知歷程。
科學圖文眼動研究常用的空間尺度指標有三項：

（1）掃視路徑（Scanpath pattern）。眼球移動順序形成的模式，反映出閱讀路徑（簡郁芩、吳昭容，
2012；Lai et al., 2013）。

（2）平均跳移距離（Mean saccade length）。平均每兩個接續凝視點間的距離，通常反映訊息的
密度程度。平均跳移距離越短，可能訊息密度越大，需要較高程度的認知處理（簡郁芩、吳昭容，
2012；Jian et al., 2013）。

（3）凝視位置（Fixation position）。凝視點落在的位置，反映認知處理的位置（Chuang & Liu, 
2012; Lai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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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數尺度指標

基於次數或頻率來測量眼動情況的指標，通常用來反映視覺材料的重要性。科學圖文眼動研究
常用的次數尺度指標有三項：

（1）總凝視次數（Total fixation count, TFC）。落在 AOI中的凝視點個數加總，通常凝視次數越
多反映更高程度的認知處理，與總凝視時間有高相關（Eitel, 2016; Schnotz & Wagner, 2018）。

（2）區域間跳移次數（Transition between AOIs）。讀者的凝視在 AOI之間移動的次數加總，
通常反映閱讀時段落或區域間相互參照整合的情況（簡郁芩、吳昭容，2012；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然而，簡郁芩與吳昭容（2012）指出，若區域間跳移次數頻繁，也可能
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方面反映讀者參照頻繁而成功整合材料，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讀者因整合困
難而持續嘗試。

（3）回視次數（Regression count）。凝視點離開某個 AOI後再次進入該 AOI的次數加總，通常
反映的也是晚期處理，當讀者閱讀到不理解的內容，例如讀者閱讀能力較弱、文章的連貫性低或
難度較高時，其回視次數以及再次注視時間通常都會增加（陳學志等人，2010；Mason et al., 2016; 
Schüler, 2017）。
值得一提的是，每篇研究使用的眼動指標內涵與名稱不盡相同，有時候會出現「異名同義」的

情況，例如：Revisits、Revisited fixation count與 Regression count在各自研究的定義上都表示凝視
點離開某個 AOI後再次返回該 AOI的次數；另一種情況是「同名異義」，例如：Dwell time 在部分
研究中指的是總凝視時間（陳學志等人，2010；Stárková et al., 2019），但在其他研究指的是總閱讀
時間（Höffler et al., 2017; Ketzer-Nöltge et al., 2019），因此必須更仔細地審視每個研究中眼動指標
的定義。

（五）本研究

從上述說明可得知，眼動指標能反映出不同於學習表現的歷程資料，但目前仍缺乏針對此一範
疇的回顧性文獻，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系統性回顧近 30年來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試圖
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1. 讀者在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型態為何？與學習表現之間有何關聯？
2. 怎樣的條件會影響以及如何影響讀者的科學圖文閱讀歷程及表現？
3. 操弄介入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讀者的科學圖文閱讀歷程及表現？

方法

本研究參考 Guo、McTigue等人（2020）發表於《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之文獻回顧
方法進行，文獻搜尋與選取歷程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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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文獻搜尋與選取歷程

（一）文獻搜尋

本分析聚焦於 1990年至 2020年 5月發表之實徵研究。英文論文於以下資料庫進行搜尋：
Scopus、Education Database（ProQuest）、ERIC（ProQuest）、PsycArticles， 檢 索 字 詞 為 以 下
詞彙之布林邏輯組合：眼動（eye-tracking OR eye-movement OR eye-fixation）、圖像（figure* 
OR illustration* OR graph* OR picture* OR diagram*）、 閱 讀 或 多 媒 體（reading OR text* OR 
multimedia），產生 731篇文章，排除重複文章後有 579篇。中文論文於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
書館搜尋，檢索詞為「眼動或眼球追蹤」及「閱讀或多媒體」，產生 33篇論文。

（二）選取標準

篩選與編碼歷程有兩階段：標題摘要層次與全文檢視層次。首先，我們使用以下標準檢視所有
文章的標題與摘要：1. 實徵研究；2. 發表在收錄於 SCIE、SSCI、TSSCI 或 THCI 之同儕審查期刊；
3. 測量參與者之眼球運動與學習成效；4. 材料涉及圖文閱讀，且內容範疇為科學；5. 主要聚焦於閱
讀理解，而非問題解決或推理任務；6. 材料的圖像部分為研究者提供之靜態圖像；使用影片、聲音、
模擬、電腦遊戲、或涉及互動性圖像（例如由讀者自行繪製圖像）等研究將被排除。英文論文在標
題摘要層次篩選後，保留 103篇文章，接著在閱讀論文內文後，依照上述六標準再進一步篩選出 50
篇英文論文。中文論文於兩階段篩選後保留一篇。最終中英文論文共有 51篇（涵蓋 55個研究）納
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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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與詮釋階段

本回顧使用歸納派典分析（inductive paradigmatic analysis; Polkinghorne, 1995）來處理最終納入
的 55個研究。歸納派典分析能夠從內容中耙梳並呈現出不同類別的主題，使我們能夠以具邏輯性
的方式納入並綜整各種研究設計的實徵研究；這些主題並未由研究者預先確定，而是以歸納的方式
在分析過程中逐步浮現，從而使我們能夠掌握所回顧研究的複雜特徵，並將其歸類為更廣泛的主題
（Guo, McTigue, et al., 2020）。本研究參考 Guo、McTigue等人（2020）以歸納派典分析進行系統
性回顧的方法，首先從回顧的研究中提取描述性訊息（例如：參與者特徵、研究設計、使用眼動指標、
研究發現等，示例如表 1）；接著在確定關鍵資訊與主要研究發現後，將描述性訊息進行暫定編碼；
接下來比較各研究所編代碼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將研究進行主題分類，把屬性相似的研究放在一
起以回應研究問題；最後根據不同主題類別來呈現研究發現。

表 1
個別研究之質性描述與編碼示例

研究 參與者 材料領域 研究設計 眼動指標 主要研究發現

Johnson & Mayer 
(2012, exp.1)

大學生

N = 48
一篇圖文

（機械）

受試者間：材料

操弄（圖文分散

組 vs. 圖文整合
組）

區域間跳移次數

（及比率）、總

凝視時間比率

（1）整合組遷移表現優於分散組，保
留亦較高但未顯著。（2）整合組有更
多整合移動與相應移動，但圖像凝視

無差異。兩組的文區凝視比例皆高於

圖區。

註：因篇幅限制，完整內容請見補充資料二，連結：http://bit.ly/ESM2_2021

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特徵描述

本節以每十年分群，根據研究參與者、材料內容、發表期刊出處、眼動儀與取樣率、眼動指標
等向度進行研究特徵的綜整 2。

1. 研究參與者

科學圖文閱讀眼動研究大多以大學生為對象（n = 32），近七年來以小學後期（n = 14）和中學
前期（n = 10）為參與者的研究逐漸增加，主要來自 Jian、Mason及 Schnotz等三組研究團隊。學前
兒童、小學前期、中學後期與成人的眼動研究甚少（參閱補充資料三 A）。若有研究橫跨兩種年齡
類別（n = 6）則皆計入。

2. 材料內容

超過半數的材料領域涉及生物／醫學（n = 34），其次為機械／物理（n = 13）、地球科學／地
理（n = 10）、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n = 5）及化學（n = 3）等（參閱補充資料三 B）。若有研
究涉及兩種以上的領域類別（n = 8）則皆計入。

3. 發表期刊出處

發表於《Learning and Instruction》最多（n = 6），接續為《Computers & Education》次之（n = 
5）、《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n = 4）、《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n = 4）
和《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n = 3），其他心理、閱讀、教育科技、科學教育等相關期刊
皆一或二篇（參閱補充資料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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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眼動儀

整體而言圖文閱讀眼動研究幾乎都是使用 SMI、EyeLink與 Tobii等三大廠牌的眼動儀（參閱補
充資料三D），主要型號為 SMI RED 250（n = 10）、EyeLink 1000（n = 10）、Tobii T120（n = 9）。
特別注意的是，眼動儀型號與研究發表團隊有很大的關係，同一團隊發表的研究通常會使用同一款
眼動儀。

5. 眼動指標

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最常使用的眼動指標為總凝視時間（或比率）與區域間跳移次數（或比
率），分別有 41篇及 36篇，其次為總凝視次數（n = 19）、平均凝視時間（n = 12）、總閱讀時間
（n = 12）；亦有研究將閱讀處理區分為初始處理與晚期處理，即首次注視時間（n = 12）、再次注
視時間（n = 11）以及回視次數（n = 6）；整體而言，使用掃視路徑（n = 5）、平均跳移距離（n = 4）、
凝視位置（n = 2）等空間尺度指標的研究很少，與 Lai等人（2013）及 Alemdag與 Cagiltay（2018）
的發現類似（參閱補充資料三 E）。

（二）研究綜整 

經歸納派典分析浮現兩大主題：認知歷程與介入設計，主題階層架構如圖 4，研究綜整結果摘
要如表 2。首先，在認知歷程主題中以「眼動歷程型態」回應研究問題一：「讀者在科學圖文閱讀
的眼動型態為何？與學習表現之間有何關聯？」再以「讀者特徵因子」與「材料特徵因子」回應研
究問題二：「怎樣的條件會影響以及如何影響讀者的科學圖文閱讀歷程及表現？」而材料特徵因子
經常與讀者特徵因子產生交互作用，因此一併呈現。接著在介入設計主題中以「材料操弄」與「教
學介入」等兩個子主題來回應研究問題三：「操弄介入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讀者的科學圖文閱讀
歷程及表現？」由圖 4可知，早期的數篇圖文閱讀眼動研究多在探究認知歷程，近 10年來的介入
設計研究較過去更為盛行。

圖 4
主題階層架構

註：由於部分研究涵蓋兩個以上的主題，例如研究中同時探討讀者特徵因子與材料特徵因子，因此各子主題合計數量

會超過上層主題之研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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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綜整主要結果摘要表

研究主題 眼動型態 學習效果

認知歷程

眼動歷程型態
讀者主要以文字驅動而非圖像驅動閱讀行為，圖

像通常做為鷹架輔助

重視圖像及圖文參照者通常表現較佳

讀者特徵因子

圖像檢視

（1）高年級圖像檢視多於低年級
（2）高能力圖像檢視多於低能力
（3）不同先備知識者在圖像檢視的多寡未有一致

趨勢

（4）視覺者圖像檢視多於語文者
文字檢視

（1）低先備知識者文字檢視多於高先備知識者
（2）語文者文字檢視多於視覺者
圖文參照

（1）高年級圖文參照多於低年級
（2）高能力圖文參照多於低能力
（3）不同先備知識者在圖文參照的多寡未有一致

趨勢

（4）不同認知風格者在圖文參照的多寡可能無差
異

（1）高年級表現優於低年級
（2）高能力表現優於低能力
（3）添加圖像有利於先備知識高或低者的表現

未有一致趨勢

（4）不同認知風格者的表現未有一致趨勢

材料特徵因子

（1）讀者會因應文章難度而有不同的注意力分配：
高能力在困難文章投注較多心力、低能力在

中低難度文章投注較多心力

（2）高能力與高年級會隨著項目難度增加而增加
圖像檢視與圖像—項目間的參照

（3）重讀時文字檢視減少、圖像檢視增加
（4）不一致訊息讓一開始閱讀時有更多的凝視、

回視與參照

（1）在中低難度材料的表現優於困難材料
（2）在重讀的表現優於初讀
（3）讀者表現未受到材料中不一致訊息的影響

介入設計

材料操弄

（1）相較於無信號的區域，讀者更快觀看有信號
的區域，且可能在低先備知識者的效果更大

（2）讀者在解釋性圖像的檢視多於裝飾性圖像
（3）空間整合時的圖文參照多於空間分散時

（1）在有信號材料的表現優於無信號材料，但
年輕讀者不一定有此趨勢

（2）空間接近效果視文字是否必要而定，非必
要文字不會產生空間接近效果

（3）在不同類型圖像的表現未有一致趨勢

教學介入
教學組在圖像檢視、圖文參照多於無教學組 教學組表現優於無教學組，且在低能力與低先

備知識者的教學效果更大

註：本表呈現回顧研究之結果趨勢，需特別留意各主題涵蓋的研究數量可能較少，以及其他矛盾的研究結果。

1. 認知歷程

（1）眼動歷程型態。整體而言讀者主要以文字驅動（text-driven）的方式閱讀科學圖文，在文區
的凝視明顯較多（簡郁芩、吳昭容，2012；Hannus & Hyönä, 1999; Hung, 2014），Hegarty與 Just
（1993）發現讀者在閱讀機械相關圖文時會以累進的方式重複閱讀文本，在基於文本的層次上整合
訊息，然後藉助圖像精緻化心智模型。Schnotz的研究團隊提出更為完整的概念，進行一系列的眼
動研究驗證其 ITPC模式，結果發現在初始心智模型建構（initial mental model construction）時，讀
者的確傾向於以文本驅動多過於圖片驅動的方式進行閱讀，圖像僅充當讀者的外部鷹架，支持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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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形成策略；一旦初始心智模型建構後，讀者在適應心智模型精緻化階段（adaptive mental model 
elaboration）似乎傾向於圖片驅動多過於文本驅動，會選擇性地依照需求處理圖像，支持任務特定
訊息選擇策略（Schnotz et al., 2014; Schnotz & Wagner, 2018; Zhao et al., 2020）。
此外，讀者面對科學圖文有不同類型的閱讀模式與策略類型，然而從讀者眼動行為進行的分群

結果並不相同。Mason、Tornatora等人（2013）找出四年級讀者的三種閱讀模式分別為低度整合者
（14%）、中度整合者（39%）、高度整合者（47%）；Jian等人（2019）則找出六年級讀者採用
四種閱讀策略，包括初步全面檢視者（21%）、淺層處理者（58%）、文字主導者（12%）與圖像
主導者（9%）；Jian與Wu（2015）從大學讀者的眼動資料找出圖文參照者、圖像優先者、文字優
先者與只讀文字者等四種閱讀類型；Scheiter等人（2019）透過集群分析將大學讀者的閱讀模式分
為三群，其中集群 3的人數過少，因此僅比較集群 1和集群 2。集群 1在圖片和文字凝視時間、次
數與圖文參照次數明顯高於集群 2，較接近 Mason、Tornatora等人的高度整合者以及 Jian與Wu的
圖文參照者；集群 2的圖片和文字凝視時間、次數與圖文參照次數都是最少的，接近 Jian等人的淺
層處理者與Mason、Tornatora等人的低度整合者。整體而言，以上分群結果大多牽涉圖像處理、文
字處理或圖文整合在程度上的差異，通常低度處理者較少注意圖像，整合移動也較少；高度處理者
在初始處理時特別注意圖像，也重視晚期的圖文處理與圖文整合。
研究亦發現閱讀歷程中重視圖像處理以及圖文參照的讀者，通常閱讀表現較佳（Hung, 2014; 

Jian, 2017; Jian et al., 2019; Jian & Wu, 2015; Scheiter et al., 2019; Zhao et al., 2020），尤其帶有標籤的
圖像能促進文字解碼初步處理的語意資訊（Jian & Wu, 2015）。若再將閱讀分為問題未呈現階段與
問題回答階段，表現越好的學生在問題未呈現階段投注越低的時間在文本，但在問題回答階段投注
越多的時間在圖像（Zhao et al., 2020）。呼應過去研究，讀者經常跳過或僅略讀圖像，但當他們閱
讀圖像時，從事的是更高層次的認知活動（Cromley et al., 2010）。高度整合者在立即學習表現優於
低度整合者（Mason, Tornatora, et al., 2013），也有較好的遷移表現（Scheiter et al., 2019）。
綜上所述，眼動實徵結果大致支持 CTML及 ITPC背後的雙碼理論假設（Paivio, 1986），亦即

人類認知系統由語言系統和圖像系統這兩套子系統組成。一般而言，讀者傾向於以文本驅動多過於
圖片驅動的方式進行閱讀，但卻可能有不同的閱讀模式，牽涉到圖文處理與整合程度的高低。通常
閱讀歷程中重視圖像處理以及圖文參照的讀者，閱讀表現較佳；然而目前研究仍無法確切回應閱讀
表現與讀者初始處理或晚期處理之間的關聯性。

（2）讀者特徵因子。研究中納入的讀者特徵因子主要包括：年級或年齡、學校屬性、能力、先備
知識或領域知識、認知風格等。一般而言，高年級讀者比年輕讀者更重視圖像以及圖文參照，在閱
讀時較會同時使用文本和圖像兩種表徵，通常也有較好的學習表現（Jian, 2016; Schnotz & Wagner, 
2018）；文本處理會隨著年級增加，這可能與閱讀能力的提升有關，但圖像處理則否（Schnotz & 
Wagner, 2018）。少數兩則針對老年人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初步很少看圖，傾向於在閱讀時以及完
成文本閱讀後對圖片有較長一點的凝視（Liu et al., 2009），整體而言較少注意圖像，在圖像理解與
圖文整合似乎較有困難，圖像理解的表現也較差（Bol et al., 2016; Liu et al., 2009），但文本理解的
正確度優於年輕人（Liu et al., 2009）。老年人的閱讀模式很可能不同於年輕人，然而由於相關研究
數量極少，有待後續研究的驗證。
在學校屬性（即學術導向與非學術導向）的部分，讀者在初始心智模型建構的文本與圖像處理

並未因學校屬性而改變，但學術導向學生在材料初次呈現時有較高的圖文參照次數比例，且在後續
呈現時，圖文參照次數比例的下降幅度比非學術導向學生更大（Schnotz & Wagner, 2018）。年級
與學校屬性上的差異很可能與能力有關，一般而言高年級與學術導向的學校會是能力較佳的學習者
（Zhao et al., 2020），高年級相對於低年級的眼動型態與學習表現，類似於學術導向學校相對於非
學術導向學校的趨勢（Schnotz & Wagner, 2018）。
在能力因子的部分，儘管Mason、Tornatora等人（2013）指出空間能力並未與任何眼動指標相

關，但整體而言眼動文獻傾向支持圖像對於高能力者更為有利的說法，高智力及高閱讀能力者在閱
讀處理上稍微更具策略，在文、圖相關部分花費了相對更多時間，尤其在閱讀困難文章的初始階段，
注意力會回到文本前一段，且在兩張圖像之間來回凝視，低能力者較少觀察到此情況，在閱讀初始
階段即遭遇困難（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 Ko, 2017）。Mason、Tornatora等人（2015）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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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閱讀能力能預測圖像回憶與遷移表現。但不論能力如何，基本上仍是文本驅動的方式，讀圖時間
甚少（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 Ko, 2017）。
在先備知識的部分，Morrow等人（2012）發現高知識者傾向於在讀完文本後大量讀圖，低知

識者則傾向於在整段閱讀中看圖。Hegarty與 Just（1993）發現低機械領域知識者在句子的部分有更
多重讀、圖文跳移與圖像的區域檢視（即解碼兩、三個部件間的關係，這相對於整合更多部件間關
係的全域檢視），因此認為高低機械領域知識者的理解歷程，主要差異在於整合文本句子的訊息與
圖像的區域表徵建構。然而有些研究卻發現，先備知識很可能與跳移次數、文到圖再次注視時間、
回視次數有正相關（Ho et al., 2014; Mason, Tornatora, et al., 2013），或者無法提供太多先備知識、
理解表現與整體圖文眼動指標有關的證據（Morrow et al., 2012），Scheiter等人（2018）就發現認
知先驗條件（涵蓋能力與領域知識的綜合分數）並未影響讀者文字與圖片的閱讀時間以及圖文跳移
次數。此外，多數考慮先備知識的研究並非以先備知識做為研究關心的自變項，而是做為研究控制
（例如，Johnson & Mayer, 2012; Koć-Januchta et al., 2017; Korbach et al., 2020; Krebs et al., 2019; Lin 
et al., 2017; Ozcelik et al., 2009）。
認知風格為另一個可能影響讀者視覺行為的因子。語文者（verbalizer）傾向於依賴文本、有更

多的文字間跳移，視覺者（visualizer）則傾向於依賴圖像、有更多的圖片間跳移，然而兩者在圖文
間跳移次數並無差異（Höffler et al., 2017; Koć-Januchta et al., 2017）。Höffler等人（2017）進一步
將視覺者區分出兩種類型後，發現空間視覺者（spatial visualizer）在圖文上並無明確的偏好，未若
物體視覺者（object visualizer）那般注意圖像。Liu（2018）關注的議題則為場地依賴性，他發現場
地依賴者的凝視次數、跳移距離與回視次數皆比場地獨立者更高，呈現出較為全面的搜尋模式。在
學習成效上，視覺者與場地獨立者似乎較有優勢（Koć-Januchta et al., 2017; Liu, 2018），但另一研
究並未發現不同認知風格者在視覺行為上的差異會影響學習成效（Höffler et al., 2017）。在圖文閱
讀的眼動研究中探討認知風格的文獻甚少，未能獲得一致的結果傾向。
綜上所述，年級較高的讀者比年輕讀者有更多的圖像檢視及圖文參照，通常也有更好的學習表

現；類似的趨勢反映在學術導向學校相對於非學術導向學校，以及高能力者相對於低能力者。然而
能力因子涵蓋內容甚廣，又經常與領域知識、先備知識的概念重疊，研究結果較為混雜。在先備知
識上，低先備知識者的文字檢視多於高先備知識者，但在圖像檢視以及圖文參照上未有一致趨勢，
添加圖像有利於何者的表現也未有定論。在認知風格上，視覺者的圖像檢視較多，語文者的文字檢
視較多，不同認知風格者在圖文參照的多寡上可能無差異，學習表現則未呈現一致趨勢。

（3）材料特徵因子及其與讀者特徵的交互作用。材料難度、閱讀階段順序與內容一致性是較為常
見的材料特徵因子。Hegarty與 Just（1993）發現讀者在較複雜的機械材料有較多的全域檢視（整合
許多部件之間的關係），但在閱讀不同複雜度的材料時的區域檢視（對兩個或三個部件之間的關係
進行編碼）則無差異，顯示讀者能回應高複雜度材料的整合需求。Jian與 Ko（2017）發現文章難
度與閱讀能力在學習表現與眼動行為產生交互作用，比起簡單文章的處理，四年級高能力讀者投注
較多時間心力處理困難文章；相反的，四年級低能力讀者讀困難文章很快就放棄，反而願意多花時
間仔細閱讀與之能力較相當的中低難度文章。

Schnotz 研究團隊一系列的眼動研究中同時呈現圖文材料與題目，但題目由易到難依序呈現，
結果發現高年級與學術導向學生會根據項目難度增加而調整策略，例如花費較少的注意力處理文
本、更密集的處理圖像，圖像與項目間的參照次數亦隨著增加，也的確有更好的學習表現，但低
年級與非學術導向學生的眼動並未呈現此調整性（Hochpöchler et al., 2013; Schnotz et al., 2014）。
由上述研究可知，眼動資料或許能提供自我調整閱讀的證據。Rop等人（2018b）將閱讀材料區分
為前三頁與後三頁，眼動資料發現，讀者在高任務經驗的後三頁會降低對非必要文字的注意；Eitel
（2016）則發現給予大學讀者第二次閱讀與測驗的機會時，增加了在圖片上相對於文本上的注意力
（即文區凝視次數下降、圖區平均凝視時間增加），也與學習成效的進步有關，顯示重複閱讀與重
測有助於降低多媒體學習中對文本的過度依賴，進而幫助表現；首讀較差的表現與重複閱讀時更長
的閱讀時間有關，支持「根據任務需求調整」（Adaptation to task demands）的假設。
有些研究者關心讀者如何處理材料中訊息的不一致，結果發現不一致訊息提高了讀者的訊息處

理需求，的確會影響其視覺行為（Mudrick et al., 2019; Scheiter & Eitel, 2015; Schüler, 20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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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更多的凝視、回視與參照（Schüler, 2017, 2019），但可能僅在閱讀的一開始引起注意，後來
讀者更大量地注意相對應的其他訊息（Scheiter & Eitel, 2015），甚至僅有 22%的參與者記得材料中
帶有不一致訊息（Schüler, 2017）。然而閱讀帶有不一致訊息的讀者和一般讀者在學習成效上大致
沒有差異，似乎未產生負向影響（Scheiter & Eitel, 2015; Schüler, 2017, 2019）。Mudrick等人（2019）
則進一步發現，圖文不一致可能較會影響讀者的後設監控與推論理解表現，但文本內的不一致卻影
響不大；眼動資料可看出，讀者在圖文不一致的材料會有更多基於事件的圖文間跳移，以及基於時
間的圖像長時間凝視到文本凝視，顯示讀者已偵測出圖文間的不一致訊息並會來回確認。整體而言，
不一致訊息會影響讀者視覺行為，但未必對閱讀表現產生傷害。
綜上所述，讀者會因應文章或題目難度而有不同的注意力分配，而年級、能力與學校屬性可能

在其中扮演調節角色。高能力者在困難文章投注較多心力，低能力者在中低難度文章投注較多心力；
高能力與高年級會隨著項目難度提高而增加圖像檢視與「圖像—項目 _間的參照；第二次閱讀會減
少文字檢視、增加圖像檢視，顯示出讀者的調整性。材料中出現不一致訊息時，會讓讀者一開始有
更多的凝視、回視與參照，但可能並未影響閱讀表現。

2. 介入設計

（1）材料操弄。包含 19篇論文中的 22個研究，大多以大學生或成人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以下
三種類型：第一，信號 vs. 無信號（n = 10）：材料是否以色彩、箭頭、標籤等方式提示重點，即
信號原則的操弄；第二，空間整合 vs. 分散（n = 5）：是否將相關的圖文訊息放在較接近的位置，
即空間接近原則的操弄；第三，圖像或文字敘述類型（n = 8）：例如將圖像區分為認知圖或情感
圖、裝飾性誘人細節或教學圖、詳細圖或簡化圖、個人化或傳統型等。儘管有部分研究（n = 7）操
弄多媒體原則（即圖文與純文本的比較），但這些研究的焦點大多放在其他變項，例如年齡（Bol 
et al., 2016; Liu et al., 2009）、不一致訊息（Schüler, 2019）、領域知識與能力（Meppelink & Bol, 
2015）；或是做為其他操弄的效果對照，例如醒目標示（Mason, Pluchino, & Tornatora, 2013）、圖
像類型（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es, 2013）、重複閱讀與重測（Eitel, 2016）；此外，圖文
材料與純文本材料的眼動指標較難直接比較，因此將相關研究納入其他主題討論。

a. 信號 vs. 無信號。部分研究顯示，信號標示有助於圖文整合表現（Scheiter & Eitel, 2015）或
遷移表現（Mason, Pluchino, & Tornatora, 2013; Ozcelik et al., 2009），通常讀者能夠更快（即首次
凝視前花費時間少）且更密集地（即凝視次數或平均凝視時間高）注視信號元素（Ozcelik et al., 
2009; Scheiter & Eitel, 2015），幫助重要圖像與文本間的晚期處理（Mason, Pluchino, & Tornatora, 
2013）。另外亦發現部分效果，信號僅影響了低先備知識者的注視行為，會較早觀看圖像，進而支
持學習表現，但不影響高先備知識者的眼動行為與學習表現（Richter & Scheiter, 2019）。甚至 Jian
（2019）發現信號組與無信號組在各眼動指標皆無差異，且信號組的學習表現並未優於無信號組，
因此懷疑信號原則本身很可能無法類推至六年級的年輕讀者。除了年齡因素以外，推測造成研究結
果分歧的原因之一可能也與信號的樣態有關。相較於其他研究以粗體或彩色標示重點或專業術語
（Ozcelik et al., 2009; Richter & Scheiter, 2019; Scheiter & Eitel, 2015），或是圖像上添加箭頭（簡郁芩、
吳昭容，2012；Jian & Wu, 2016）或標籤圖例（Johnson & Mayer, 2012; Mason, Pluchino, & Tornatora, 
2013; Scheiter & Eitel, 2015），Jian的信號是在文本中標示出「圖 1」、「圖 2」字樣，或許醒目程
度較低，因此效果有限。這樣的推測有賴後續研究驗證。信號標示搭配其他操弄，例如物理位置上
的整合（Johnson & Mayer, 2012）或教學介入（Jian, 2019），通常在閱讀時會有更多的圖文跳移整合，
也會明顯地比控制組有更好的學習表現。

b. 物理空間整合 vs. 分散。物理空間上的整合會促進讀者的圖文跳移（Johnson & Mayer, 2012; 
Rop et al., 2018a, 2018b），當整合的文字為機械運作說明時，空間整合有助於學習表現（Johnson & 
Mayer, 2012, exp. 2）；但若將整合形式與圖例形式做比較，整合組的學習表現並未優於圖例組，眼
動型態也呈現更為複雜的「圖例—文本」和「圖例—圖像」路徑（Johnson & Mayer, 2012, exp. 3）；
當整合的文字為非必要文字（即文字與圖像傳遞冗餘訊息）時，空間整合無助於學習（Rop et al., 
2018b），甚至反而會阻礙學習（Rop et al.,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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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像或文字敘述類型。一般而言圖像訊息量會影響讀者投注的心力，例如 Hung（2014）在
小樣本的六年級學生中發現訊息量最低的裝飾性圖像比表徵性和解釋性圖像獲得最少注意（凝視時
間最短、跳移距離最長）；Lin等人（2017）發現詳細圖像的讀者比簡化圖像的讀者在圖像總閱讀
時間、比例以及圖像晚期處理各指標都來得高，且在閱讀甫開始時，詳細圖像更快能吸引讀者注意；
Stárková等人（2019）發現擬人圖只在每頁閱讀最初兩秒時，比一般示意圖吸引較多的注意，但不
影響整體閱讀的投入程度。有些研究從不同讀者特徵來探究圖像類型的差異，Bol等人（2016）發
現中壯年人對認知圖的注意力比老年人更多，並且回憶更多的訊息，但在情感圖則無此趨勢；Jian
（2019）從閱讀模式著眼，發現初步全面檢視者在解釋性圖像比表徵性圖像有更多整體凝視以及晚
期處理，圖像主導者則有更多初始處理，至於淺層處理者及文字主導者在處理兩種圖片上並無差異。
Zander等人（2017）是唯一操弄個人化語言的研究，閱讀個人化語言的讀者有較多的文區凝視、較
少的圖區凝視和圖文跳移次數。整體研究顯示，圖像或文字敘述類型會影響讀者的眼動行為，但可
能不足以影響學習成效以及主觀情意層面的測量（Lin et al., 2017; Stárková et al., 2019; Zander et al., 
2017）。Lin等人進一步發現，在簡化圖條件下，如果讀者閱讀簡化圖片且重新讀圖的時間比例越高，
理解表現越好，然而在詳細圖條件下，眼動與理解測量無相關，顯示眼動指標與學習表現的關係有
可能受到圖像類型的調節。

（2）教學介入。此主題的 10個研究皆在 2015年後發表，主要來自 Jian、Mason與 Scheiter等三
個研究團隊，研究參與者分別為小學後期（四和六年級）、中學前期（七年級）以及大學生，材料
則分別為中文、義大利文與德文。教學介入的內容最大宗為眼動楷模示範（eye-movement modeling 
examples，以下通稱 EMME），共有五個研究，指的是在閱讀前播放優秀讀者在閱讀該材料時的
眼動軌跡做為示範引導（Krebs et al., 2019; Mason, Pluchino, et al., 2015; Mason et al., 2016; Mason et 
al., 2017; Scheiter et al., 2018）；另有三個研究為閱讀策略教學，例如教導讀者讀圖或進行圖文整合
（Jian, 2018, 2019; Rop et al., 2018a）；尚有研究探討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talbovs 
et al., 2015）與追描手勢（tracing gestures; Korbach et al., 2020）的教學。執行意向指的是「如果—
那麼」計畫（“if-then” plans），假定採取行動的機會（例如：「如果我已經讀完一段段落」）有助
於實現學習目標的行動（例如：「那麼我會搜尋圖片中相對應的訊息」），以便在遇到機會時自動
執行該行動；追描手勢則是以肢體（此處為手指）指出並追蹤材料來幫助閱讀。多數研究指出，教
學介入會增加讀者的圖片檢視以及圖文整合的嘗試（Jian, 2018, 2019; Korbach et al., 2020; Mason et 
al., 2016; Mason et al., 2017; Scheiter & Eitel, 2015; Stalbovs et al., 2015）。Rop等人（2018a）發現整
合教學組比圖文分散組花費較少時間閱讀非必要文字，也比圖文整合組在非必要的文字及相關圖之
間有較少的跳移，或許因為Rop等人操弄的內容為非必要文字，該研究並未找到整合教學組的優勢。
Mason、Pluchino 等人（2015）的相關分析顯示，從相關文字到相關圖片的凝視時間與回憶、遷移
表現有關；Stalbovs等人（2015）指出，圖文跳移次數能預測學習成效；Mason等人（2017）甚至
發現 EMME教學對各項學習表現的效果受到眼動指標（即從文到圖或圖到文的再次注視時間、圖
文跳移次數）的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
此外，閱讀理解能力和領域知識對教學介入可能有調節效果：低閱讀能力者若能觀察眼動楷模

會比沒有觀察眼動楷模者有更好的事實知識與遷移表現；高閱讀能力者的表現則不受能否觀察眼動
楷模而影響（Mason et al., 2016）；低領域知識者中，EMME組在圖片凝視時間明顯長於無楷模組，
但在高領域知識者則無此差異（Krebs et al., 2019）。Krebs等人（2019）進一步發現調節中介效果，
在低領域知識讀者中，若告知參與者所觀摩的眼動來自同儕（同儕楷模）能促進更長的圖片凝視時
間，進而有利於理解表現，若告知參與者所觀摩的眼動來自表現優異者（勝任楷模）則無此效果。
Korbach等人（2020）的追描策略教學研究亦發現，視覺注意力的跳移確實可以解釋對辨認測驗表
現的正向影響。
整體而言，教學介入通常會影響讀者的眼動型態，很可能透過圖文參照與圖片檢視等相關視覺

行為中介，進而提升學習成效（Korbach et al., 2020; Mason et al., 2017），而閱讀能力和領域知識可
能是其中的調節變項（Krebs et al., 2019; Maso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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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儘管Mayer的「多媒體原則」植基於不少實徵研究證據，但在特定條件下（例如，年輕或低能
力讀者）未必獲致同樣強韌的證據，且我們對於讀者實際上如何聯合處理文字與圖像的理解仍然相
當缺乏。學習成效資料顯示，高年級與高能力者似乎從圖像中獲益更多，眼動資料呈現出高年級與
高能力者更加重視圖像檢視與圖文參照，亦即有較高的圖像凝視時間比例、圖區平均凝視時間、圖
文區域間跳移次數等。對照 CTML（Mayer, 2005, 2014）可發現，高年級與高能力者很可能透過認
知系統中的口語及圖像雙重路徑，帶來更多的記憶容量或心智模型數量，可以解釋學習成效的提升；
年輕或低能力讀者的圖像檢視與圖文參照較少，很可能未有效地選擇詞彙與圖片等多元表徵，亦缺
乏語音與圖像的參照與組織，造成口語模型與圖像模型的建構困難，進而無法帶來學習成效的進步。
由此可知，單純添加圖像無法保證更好的學習成效，必須讓讀者認知系統的雙重通道皆能有效運作
才是學習提升的關鍵。
在 Schnotz的 ITPC（Schnotz & Bannert, 2003; Schnotz et al., 2014）中，圖文閱讀的好處來自於

文本處理和圖像處理之間固有的不對稱性，使讀者可以結合兩種形式表徵的特定優勢（Schnotz & 
Wagner, 2018）。眼動資料顯示，在閱讀階段開始時，讀者似乎主要將心力投注於文本理解上，由
文本引導讀者對主題的概念分析，因此注意力在文本和圖片之間頻繁跳移是為了在口語和圖像訊息
之間建立交叉參照。學術導向以及高年級讀者在此階段的確比非學術導向和低年級讀者有更高的圖
文參照次數比例（Schnotz & Wagner, 2018）。一旦初始心智模型建構後，讀者主要使用圖片來調
整心理模型以適應任務需求，因此造成「圖像—項目間的參照」會比「文字—項目間的參照」更多
（Schnotz & Wagner, 2018），或是在第二次閱讀時增加了對圖片相對於文本的注意，這也與學習成
效的進步有關（Eitel, 2016）。簡而言之，文本提供概念引導，而圖像則依照需求充當外部認知工具。
這樣的結果證實了 ITPC中文本處理和圖像處理之間不對稱性的假定，亦即文本和圖片因著不同的
目的具有不同的功能。
本研究在方法上使用系統回顧，帶來四點研究限制：第一，因建立了嚴格的篩選標準，儘管文

獻搜尋與選取歷程清楚明確，但也可能限制了回顧的範疇；第二，部分實徵研究使用小樣本或是單
一測量，其品質較為受限，而綜整中有些主題的結果來自的研究數量較少，因此在解釋的時候必須
特別小心；第三，實徵研究在發表時本身可能帶有些許偏誤，例如教學介入有效果之研究可能較無
效果之研究更容易發表至期刊，進而膨脹了介入的有效性，但就研究內部結果來看，眼動歷程與學
習成效之間的連結仍具參考性，惟在解讀學習成效時需特別謹慎；第四，本綜整著眼於科學圖文材
料，因此結果在其他內容領域的類推性較為受限。
本回顧之綜整結果顯示此領域尚有許多研究缺口。在方法論上有三點建議。第一，近六成的科

學圖文閱讀眼動研究來自大學生參與者資料，而小學後期和中學前期為參與者的研究約占四成，但
主要來自三組研究團隊，因此，亟待其他眼動研究者投入探討非大學生參與者的科學圖文閱讀，包
括學前兒童、K-12學生和成人。第二，在選用的眼動指標方面，相較於時間和次數尺度指標，空間
尺度指標極少被選用，然而這類指標例如掃視路徑、凝視位置等通常能夠呈現出注意力的配置與順
序，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空間尺度眼動指標的探討。第三，目前研究在看待眼動指標高低及其反映
的認知歷程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例如區域間跳移次數高究竟反映的是讀者因掌握閱讀技巧而能進
行成功整合，亦或因理解困難而增加整合嘗試？眼動資料的推論解釋並不容易，建議後續研究可以
考慮增加質性訪談，例如閱讀後，播放參與者的眼動資料請參與者說明自己的思考歷程。
在研究變項的建議有四，首先，本回顧許多主題下的研究結果未有一致的傾向（例如能力、先

備知識），或者累積研究數量少（例如認知風格），或是不同研究操弄的細節差異大（例如圖像類
型眾多複雜），這些都需要後續更細緻地深究。其次，能力與先備知識可能是其他操弄的調節因子，
有些介入操弄對於低能力者、低先備知識者會產生影響，在高能力者和高先備知識者未必有效果。
例如：高工作記憶者比低工作記憶者不容易受到誘人細節影響，較會忽略誘人細節圖片並聚焦於文
本上（Sanchez & Wiley, 2006）；Richter與 Scheiter（2019）發現信號只對低先備知識者產生學習支
持，而高先備知識者則不受影響。亦尚有其他可能的調節變項，例如年齡、材料內容領域帶來的影
響，在本回顧中因累積篇數過少而未成為綜整主題，建議未來研究將這些可能的調節變項納入探討，
並在累積充分的研究後進一步彙整分析。第三，目前少有研究區分閱讀初始處理與晚期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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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可再探討閱讀表現與兩者的關聯性。第四，目前研究發現讀者會隨著材料難度或任務經驗
增加而調整閱讀模式，然而多數研究僅讓讀者進行一次性的閱讀，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藉由操弄材料
難度、重複閱讀、增加任務經驗等，透過眼動技術持續探究讀者的自我調整歷程。
最後，在教育實務上提供三點建議。第一，鼓勵讀者在閱讀科學圖文時掌握圖像訊息以及圖文

之間的參照，有效使用兩種表徵形式。第二，單純操弄材料儘管可能改變讀者的眼動型態，但未必
能提升學習成效，建議教學者可以考慮再透過教學介入輔助，引導讀者掌握讀圖與圖文參照的技巧。
第三，進行介入設計時要特別留意個別差異（例如不同能力與先備知識）讀者的介入效果並不一致，
可能有不同的需求。除此之外，在研究呈現上建議使用的眼動指標名詞應前後一致，並呈現出明確
的定義與計算方式，使其他研究者能夠更容易複製或回顧該研究。

註釋

1各主要文獻之眼動指標對照表如補充資料一，連結：http://bit.ly/ESM1_2021
2各項研究特徵描述摘要表如補充資料三，連結：http://bit.ly/ESM3_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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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nd diagrams are frequently presented together in science textbooks and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Text is used to 
describe concepts, and diagrams contain visu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depicting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object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Two primary theoretical model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domain of 
text–diagram comprehension: Mayer’s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TML; Mayer, 2005, 2014) and Schnotz’s 
integrated model of text and picture comprehension (ITPC; Schnotz & Bannert, 2003; Schnotz et al., 2014). In contrast to 
findings of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Mayer’s “multimedia principle” (Mayer, 2005, 2014), several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neutral or negative learning effects from studying images (McTigue, 2009; Segers et al., 2008). Previous literature reviews on 
text–diagram reading have either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10 years ago (Carney & Levin, 2002; Phillips et al., 2010; Vekiri, 
2002) or mostly focused on offline outcome measures (Carney & Levin, 2002; Guo et al., 2020; Phillips et al., 2010; Schnotz, 
2014), which may not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text–diagram processing. Empirical evidence of eye movements during text–
diagram reading has been obtained in several studies, but no systematic review has been conducted to synthesize these findings.

This systematic review was designed to synthesiz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of eye-tracking 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three specific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the following:

a. What are the readers’ eye movement patterns,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pattern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b.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 readers’ eye movement patterns and performance 
in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c. Can interventions affect eye movement patterns and performance in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using a methodological three-step process (Guo et al., 2020). 
a. Identifying and searching articles published between January 1990 and May 2020 in Scopus, Education Database 

(ProQuest), ERIC (ProQuest), PsycArticle, and Airiti Library (Chinese)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key terms: eye-
tracking (eye-tracking OR eye-movement OR eye-fixation), diagram (figure* OR illustration* OR graph* OR picture* OR 
diagram*), and reading (reading OR text* OR multimedia). After duplicates were excluded, 579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and 
33 Chinese-language articles were identified during the initial search.

b. Screening and coding studies using predetermined selection criteria: (a) examined empirically; (b) published in a peer-
reviewed SCIE, SSCI, TSSCI, or THCI journal; (c) measured participants’ eye movements and learning outcomes; (d) involved 
text–diagram reading in the science domain; (e) primarily focused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udies involving problem-
solving or reasoning tasks were excluded); (f) used static visual displays as materials (studies using video, audio, simulation, 
computer games, and interactive diagrams were excluded). After abstract and full-text screening, 50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including 54 studies) and one Chinese-language article were retained for inclusion in the analysis.

c. Analyzing the included studies and interpreting findings using inductive paradigmatic analysis (Polkinghorn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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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Guo et al. (2020), categories were not predetermined by the researchers but rather were identified in an inductive 
manner. After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was extracted from the included studies and tentatively coded, we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odes and categorized them into themes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different themes.

Of the 55 studies, 32 were conduc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content area,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udies involved 
biology and medicine (n = 34), and mechanics and physics (n = 13) and earth sciences and geography (n = 10) represented the 
second and third most common content areas. Articles were most commonly sourced from the journal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n = 6) and Computers & Education (n = 5). SMI RED 250 (n = 10), EyeLink 1000 (n = 10), and Tobii T120 (n = 9) were the 
most common models of eye-trackers used. The most commonly used eye movement indicators wer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n = 
41) a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areas of interest (n = 36). 

The qualitative synthesis of the studies wa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wo major theme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interventions.

a. Cognitive processes. (1) Eye movement patterns. The eye movement data support dual-coding theory (Paivio, 1986),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TML and ITPC and suggests that the human cognitive system is composed of two sets of 
subsystems: verbal and pictorial. Generally, reading is text-driven rather than diagram-driven, and readers may have different 
reading patterns that involve varying degrees of diagram processing and text–diagram integration. Those who more often inspect 
diagrams and refer to text and diagrams during reading usually performed better. (2) Reader characteristics. Higher-level 
rea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utilize diagram inspection and text–diagram referencing tactics compared with lower-level readers, 
and they generally had bette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is applied to students in both academic-oriented schools (compared to 
non-academic-oriented schools) and high-ability students (compared to low-ability students). People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PK) tended to inspect more text than those with high PK, but no consistent pattern was discernible in diagram inspections, 
text–diagram referencing,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gnitive style, visualizers fixated more on diagrams, and 
verbalizers fixated more on text, but the findings regarding learning performance were mixed. (3)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reader characteristics. High-ability readers put more effort into difficult articles, and low-ability readers 
put more effort into articles with medium-low difficulty. High-ability and senior-grade readers increased diagram inspection 
and “diagram–item” references as the difficulty of the task increased. Readers in the second cycle of reading decreased text 
inspection and increased diagram inspection, reflecting adjustment by the reader. When 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appeared in 
material, readers typically performed more inspections, reinspections, and transitions in the beginning, but this did not affect 
reading performance.

b. Interventions. (1) Material manipulation. First, readers tended to fixate on signaled sections (i.e., key points were 
highlighted via colors, labels, and arrows) faster than on nonsignaled sections, and this effect was greater for readers with low 
PK. Readers performed better on signaled materials than on nonsignaled materials, but this pattern did not show among younger 
readers. Second, readers inspected explanatory diagrams more than decorative diagrams; however, the effect on performance 
by adding different types of diagrams was unclear. Third, readers transitioned more between text and diagrams when the two 
were physically integrated than when they were separated. The spatial contiguity effect on performance depended on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was necessary. (2)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Overall,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usually affected readers’ eye 
movement patterns and was likely to enhance lea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mediators of visual behavior such as text–diagram 
references and diagram inspection. Reading ability and domain knowledge may be moderating variable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diagrams in science texts usually affects readers’ visual behavior but does 
not guarantee positive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key to learning improvement is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dual channels of 
a reader’s cognitive system. Some read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bility and PK) may play moderating roles in eye movement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Several gaps in eye-tracking research on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review. 
First, more research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K-12 students, and adults. Second, future research 
studies should include spatial-scale eye movement indicators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initial and late processing indicators. 
Third, other process measures, such as think-aloud protocols, should be included to help interpret eye movement data. Fourt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potential moderators (such as ability, PK, age, and content area) or the factors that contain 
complex research manipulations and were underrepresented in the studies in our review (such as cognitive style and type of 



科學圖文閱讀眼動研究之系統回顧 799

diagram). Additio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research further explore readers’ self-regulatory processes by using eye-
tracking technology. Fin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instructors should also consid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modify their instructions to help readers master the skills of reading diagrams and text–diagram references rather than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the course content.

First, the strict screening criteria used in this study may have limited the scope of this review. Second, some empirical 
studies were based on small samples or a single measurement, which may have limited the findings, and the data pertaining 
to some themes in the review came from a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therefore, special care must be taken when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Thir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tself may have been somewhat biased when published, which may have infl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s. Fourth, this review focused on the domain of scientific reading materials, and consequently, 
the results may not be generalized to other content areas.

Keywords: systematic review, text-diagram science reading, eye-tracking, rea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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